
	刑事答辯狀【無罪答辯】

	案號
	：
	111偵字第1111號

	股別
	：
	忠股

	案由
	：
	幫助詐欺取財等罪

	被告
	：
	王小明
	住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為上開被告涉犯幫助詐欺等案件，謹依法提呈答辯狀事：
壹、【無罪答辯】被告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受家庭代工之求職詐欺之原因而提供帳戶者，因提供帳戶之時並無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此提供帳戶會是他人從事詐欺取財之一環，則其單純受利用，尚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責相繩，更無從論斷與詐騙集團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據此，懇請  鈞署基於證據裁判主義之罪疑唯輕與無罪推定之原則，為不起訴處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又按最高法院於92年9月1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之立法例後，特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再次強調謂：「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等語（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見）。98年12月10日施行生效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之規定，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2條參見），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項亦揭示「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更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凡此均係強調學說所指，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062號判決可資參照）。
二、次按犯罪之故意以有認識為前提，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以行為主觀心態之不同，區分故意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及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二者均應具備犯罪事實之認識，並無不同（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2412號刑事判決參照），申言之，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首先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2項另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學說多稱前者為「直接故意」或「確定故意」；後者為「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或「未必故意」。至不論學說或實務分析故意之要素，均認為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刑法第13條第1項所謂「明知」、第2項所謂「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而刑法第13條第1項所謂「有意使其發生」、第2項所謂「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本院以為，「故意」的構成應僅以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的認知為要件。亦即具備「知」（即學說常使用之「預見」）的要素即足，所謂的「有意使其發生」，毋寧即係闡明「知」的要素，蓋「知情行為永遠不違背其本意」，亦即高度的「知」與「意」，雖學說及實務通稱為直接故意，而將其當作故意的「定義」，惟所謂定義必須是包含充分及必要條件，從必要條件觀之，既然刑法第13條第2項將較低度的「知」與「意」亦作為故意的要件，就沒有理由反而將高度的知與高度的意當作故意的要件，因而我國刑法對於故意的定義應該是在刑法第13條第2項，而非第1項（黃榮堅教授同此見解，參見所著，刑法解題－關於故意及過失，收錄於氏著，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1995年6月，初版，第1頁《第31頁》以下）。簡言之，所謂的直接故意，嚴格說來，既然行為人有意使其發生，是屬於行為人所追求的目的狀態，而不僅僅是中間目的或最後目的的附帶結果而已，此種故意應該是「意圖」故意，即最強度的故意，根本上放棄直接或間接故意的區分法，以刑法第13條第2項作為故意的定義，且重點在於「知」的要素，即以「預見」為準（參見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2006年9月，三版，第437頁以下，黃教授尚認為所謂「違背其本意」的概念，違背刑法規範之基本意義，進而主張刑法第13條關於故意的規定應改弦易張，重新規定）。從而，是否具有故意，應以行為人是否「預見」犯罪事實構成要件的實現，至於究竟有無預見，必須經由推論的過程才能得出結論，依據已存在的事實及證據，來推論行為人對於事實的發生是否預見，且此處的預見應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而決定有無預見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知識」及「用心」，蓋無知不是刑罰的對象，而在行為人已具備足夠知識的前提下，即應以法律所設想之一般智識謹慎者的狀態，用以判斷行為人對於侵害事實的發生是否具備足夠的預見可能性，換言之，以刑罰的威嚇使行為時之行為人提高用心，而動用其既有之知識去預見侵害事實的發生，而產生迴避的動機及行為，尤其在刑法第13條第2項仍有「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文字下，至少應參考學說上的「防果理論」標準，除非行為人以實際的行動顯示其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發生的意願（亦即行為人之行為目的就是為保護法益免於侵害），否則，祇要行為人認識構成要件事實發生之可能性，行為人的行為即是出於故意。又預見（可能性）之標準，本院仍採通說主張兼顧主、客觀標準的折衷說，亦即以一般人的注意能力為判斷標準，兼顧行為人個人的注意能力為上限，亦即行為人個人注意能力超過一般人之注意能力時，以一般人注意能力作為判斷預見可能性之標準；行為人個人注意能力不及一般人注意能力時，以行為人個人注意能力為判斷預見可能性之標準。從實證上（或說統計學）的角度，是否預見的判斷，也建立在對於相同事實觀察的統計數字基礎上，當愈多相同條件者處於行為人行為當時的情形下，得預見事實的發生，即愈能判斷行為人有預見的故意；而判斷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特別是對於社會新聞的吸收，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綜合判斷推論行為人是否預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062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再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使其犯罪易於達成而言，故幫助犯之成立，不僅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行為，且須具備明知他人犯罪而予以幫助之故意，始稱相當；又刑法並不承認過失幫助之存在，是以從犯之成立，須有幫助之故意，亦即必須認識正犯之犯罪行為而予幫助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824號、72年度台上字第6553號判決意旨參照）。一般而言，販賣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將會遭受刑事追訴，業經政府多方宣導周知，多數犯罪者亦因此遭到司法判刑制裁，因此詐欺集團藉由傳統收購手法蒐集人頭金融帳戶之管道，已較為困難，改利用一般求職者急於謀職，或信用不佳、無資力但又急需用錢者欲辦理貸款之際，藉由刊登廣告佯稱應徵工作、辦理貸款之名，大量騙取帳戶資料以供使用之情，乃所在多有。又詐騙集團所實行之詐騙手法變化多端，政府、金融機構、電視媒體對於詐騙集團之手法雖已極力宣導，民眾被騙之情事仍一再發生，且被害人中不乏高學歷、職業收入優渥或社會地位非低者，亦不乏受騙之原因甚不合常情輕易可以辨識者，若一般人會因遭詐騙集團成員言語所騙而陷於錯誤進而交付財物，亦不能排除有人受騙後交付者係金融帳戶資料，尚不能以其遭騙取之物係金融帳戶資料而非金錢，即逕論該人確有幫助詐欺之故意。且因販賣或無故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須面臨刑事責任亦廣為人知，況追訴詐欺集團成員不易，但查緝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尚非難事，販賣或無故提供帳戶者不僅需擔負刑責，往往亦遭被害人求償全部損害，顯超過行為人當初販賣帳戶所得之利益，故現今詐欺集團亦難僅以購買之方式取得大量之人頭帳戶，其等以各種名目騙取帳戶供短暫使用之情亦所在多有。是詐欺集團成員既能以詐騙方式取得帳戶資料遂行其等詐欺行為，就提供帳戶資料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自應從嚴審慎認定，倘提供帳戶或行動電話門號者有可能是遭詐騙所致，或其迂迴取得者之使用已逸脫提供者原提供用意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並無法防範，在此情況下就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無法確信係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自應本於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有疑義利於被告之原則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00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67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54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07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062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57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426號判決亦同此旨）；又交付金融帳戶而幫助詐欺罪之成立，必須幫助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幫助人將會持其所交付之金融帳戶，作為利用工具，向他人行詐，使他人匯入該金融帳戶，而騙取財物；反之，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遺失、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者，因交付金融帳戶之人並無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其金融帳戶者將會持以對他人從事詐欺取財，則其單純受利用，尚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責相繩。具體而言，倘若被告因一時疏於提防、受騙，輕忽答應，將其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他人，不能遽行推論其有預見並容任詐欺取財犯罪遂行的主觀犯意（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15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459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949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891號刑事判決均同此旨）。
四、末按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329號：「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復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考。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參。又提供自己帳戶予他人之原因，本不止一端。蓄意犯罪者固然不少，因被騙而成為受害人之情形，亦所在多有。是提供帳戶之人是否成立犯罪，胥賴證據證明之。參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刑法詐欺罪雖不處罰過失，然「有認識過失」與「不確定故意」二者對犯罪事實之發生，均「已有預見」，區別在於「有認識過失」者，乃「確信」該事實不會發生，而「不確定故意」者，則對於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之態度。次按我國為杜絕層出不窮的利用人頭帳戶或人頭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財產詐欺犯罪工具案件，過去對於提供人頭帳戶、門號之處罰，率多以間接之情況證據，認定提供人頭帳戶、門號者即具有不確定之幫助詐欺故意，治安機關亦使用監聽、調取通聯、金融交易紀錄等各種偵查手段，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門號詐欺取財之犯罪方式，積年累月已使得一般民眾對於任意販賣個人金融帳戶資料與行動電話門號予陌生他人使用恐涉及犯罪之違法意識逐漸提高，造成詐欺集團以價購方式取得人頭帳戶、門號等隱匿身分之詐騙工具較為不易，詐欺集團遂直接改以詐騙手法取得人頭帳戶、門號供作使用，此已成為現時詐欺犯罪實務上之常態。對於社會上人事物之警覺性與風險評估，本因人而異，且詐騙手法日新月異，詐欺集團成員個個能言善道、鼓舌如簧，盡其能事虛捏誆騙，是否受騙實與個人教育、智識程度、社會背景非必然相關，此觀諸各種詐騙手法雖經政府大力宣導，媒體並大幅報導，仍有眾多被害人持續受騙上當，其間亦不乏高知識份子或有長年工作經驗及社會歷練之人士，即可知悉。況倘人人均有如此高度之智慧足以辨別虛實，則司法實務上何來眾多詐欺犯罪之受害者？此種現象適足說明，為詐欺犯罪之被害者，除遭詐騙錢財外，亦有可能遭詐騙個人證件、金融機構存摺、行動電話門號等物，甚至尚有在不知情之狀況下遭詐欺集團設局利用出面領款之人，自不得僅以應徵工作或辦理貸款者乃出於任意性交付金融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證件等工具性資料，再憑空佐以虛幻、浮動之通常人標準應有之客觀合理智識經驗，即率爾認定渠等必有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之認知及故意。因此，交付或輾轉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之人是否參與或幫助詐欺取財罪，既有受詐騙始交付之可能，就渠等是否確係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之認識而為參與或幫助詐欺之行為，自應按證據法則從嚴審認。倘有事實足認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顯有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該等資料歷經迂迥取得之使用後，已然逸脫原提供者最初之用意，乃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此時，復無明確事證足以確信提供金融帳戶等工具性資料者，有何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幫助犯罪故意，因而對於其主觀犯意存有合理懷疑時，基於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以免根本地逸脫無罪推定原則。」
五、又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無獨立性，故幫助犯須對正犯之犯罪事實，具有共同認識而加以助力，始能成立，其所應負責任，亦以與正犯有同一認識之事實為必要。詳言之，幫助行為必須出於實現正犯構成要件之意向，倘偶然促成正犯構成要件行為之實現者，仍不得論以幫助罪責。至於幫助犯之故意內容，或對於其幫助行為所指向之構成要件之實現有明確之認識，或雖對於其幫助行為所依附之正犯行為具體細節未有明確認知，然對於可能侵害之法益及實現構成要件之類型有所認知與預期，認識內容足以涵蓋正犯構成要件之不法內涵，始足當之。然此一故意內涵之證明，同受無罪推定原則之支配，且既係屬於行為人主觀認識之證明，即不能僅置重客觀面，而應逐案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判斷。又交付帳戶而幫助詐欺罪之成立，必須幫助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係幫助他人詐取財物或能推論其有預知該帳戶被使用詐取他人財物之可能。反之，如非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意思交付，而係因受騙而交付者，又非認識其所交付之金融機構帳戶，將被他人持以從事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則行為人既無直接或間接幫助他人詐欺之故意，則縱有交付金融機構帳戶相關資料之行為，亦不能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等犯罪（臺灣高等法院109年上訴字第2478號刑事判決參照）。
貳、本件被告係因遭受詐騙集團之話術之欺騙，而不幸落入精心設計之圈套下，因而在無意間交付銀行帳戶及相關個人資訊，然被告絕無任何詐騙他人之不法意圖，此部分只要詳細檢閱被告與詐騙集團的Line往來對話記錄，即可明瞭
一、經查，被告現從事於便利商店之計時人員，收入微薄、經濟狀況不佳，為增加收入，因此，被告即在網路上另尋打工機會。民國（下同）111年4月藉由臉書(FACEBOOK)求職社團中得知包裝髮圈之家庭代工（證物1），被告認為從事此種代工不必受工作場所限制，工作時間亦較為彈性，可利用於便利商店打工以外之閒暇時間為家庭代工，以補貼家用。因此，見此貼文及與LINE名為「接待-小胡」（下稱「小胡」）之詐騙集團聯繫代工求職事宜（證物2）。詎料，小胡卻藉由家庭代工之名，先為主動說明此家庭代工之工作內容、貨物配送方式、薪水計算及發放方式，再為詢問被告有關被告之工作時長，對於被告之問題有問必答，後再以「公司第一次購置材料需要麻煩您把提款卡寄到我們公司幫你實名制購買材料用和申請10000補貼金」、「幫你做下薪水檔案用于鋪貼金發放」及「麻煩你拍傳  配合提款卡  存簿正面  賴id報給我  主管要核實資料」以層層縝密計畫向被告施以詐術，騙取被告之帳戶及提款卡。又查「小胡」為徹底取得被告之信任，另主動向被告說明「您的卡片裡是不需要您有錢的不需要存簿不需要印章不會押提款卡所以你也不用擔心成為人頭帳戶」等語，以鞏固被告對其之信任，終使被告陷於錯誤，將帳戶提供予詐騙集團（同前證物2）。直至111年4月18日，被告發覺其帳戶新增一筆新台幣49989元之匯款（證物3），始驚覺帳戶遭詐騙集團供為人頭帳戶使用，並於111年4月21日向警局報案一般詐欺（證物4）。足徵，被告實非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意思而提供帳戶，而係因詐騙集團所設下之騙局，受騙方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要無直接或間接幫助他人詐欺之故意，不能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等犯罪。
二、復查，依上開所述，詐騙集團「小胡」謊稱「幫被告實名制購買材料用」、「要上報財務幫被告安排地址」數次要求被告盡快寄送提款卡予公司，並向被告佯稱「提款卡比較脆弱，出門前您找個袋子或者小盒子之類的先把提款卡包裝好，包裝好後拍傳給我，我要上報給財物給您安排寄件代碼」、「再用個小盒子包裝一下，寄的時候如果店員有問寄什麼東西，你跟他說是別的物品的就可以了，因為7-11不允許寄卡片這些貴重的物品，所以不要給他看到喔，要包裝好喔」（同前證物2），被告因而陷入錯誤並交付提款卡予詐騙集團（證物5）。甚且，詐騙集團於被告寄送提款卡後，向被告陳稱「需提款卡密碼提交給財務登記，以免到時候幫您購置材料得時候搞亂」，誆騙被告告知其提款卡密碼（同前證物2），由此觀之，被告實亦為被害人甚明、被告絕非詐騙集團同夥，尚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相繩。
三、除此之外，尚有一名LINE名為「主管-張鈺紳」（下稱「張鈺紳」）之詐騙集團同夥人，陳稱其為家庭代工之主管，向被告核實家庭代工材料之收貨地址及發放薪水之帳戶等語，使被告徹底信任家庭代工為真（證物6）。由此可見，「小胡」及「主管-張鈺紳」以多人共同輪流詐欺之手法行騙被告，利用被告尋求打工之際，騙取被告交付帳戶及提款卡，使被告於毫不知情下成為其等犯罪工具，甚至成為本案被告，被告實甚感冤抑，祈請  鈞署儘速查明，以免不肖之徒繼續逍遙法外。
四、末查，被告現年齡為21歲，然其於大專院校求學過程中被診斷出患有學習障礙（證物7），復被告本身也患有其他混合型焦慮症、非特定之情緒障礙（證物8），於111年1月6日於藥局領取之藥品明細中即可知，被告需服用相關自律神經調節之藥物（證物9），由此可知，被告自身認知之智識較一般人低下，又其現年紀僅為21歲，求職之社會經驗相當淺薄，遑論網路遇險之認知顯有不足，其與銀行間之金融交易知識亦屬貧乏，雖有工作經驗，然對此種網路工作求職之經驗甚窘，無從知悉其所可能遭遇的風險，然詐騙其團卻利用被告另謀求打工之機會，以縝密之詐騙手法，騙取被告交付帳戶，非生活單純之被告所能辨識，再觀諸被告與「小胡」、「張鈺紳」之對話互有往來、語氣自然，就雙方對話之語氣、內容，實足見被告當時對於對方確係正派經營公司深信不疑，始終誤信確有家庭代工之工作，其交付自己帳戶有其信任基礎，業如前述。是既有此合理懷疑，無從確信被告有幫助詐欺之故意，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懇請  鈞署為不起訴處分。
五、是以，而係因遭詐欺而提供帳戶者，因提供帳戶之時並無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此提供帳戶會是他人從事詐欺取財之一環，則其單純受利用，尚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責相繩，具體而言，被告乃因一時疏於提防、受騙，輕忽答應，不能遽行推論其有預見並容任詐欺取財犯罪遂行的主觀犯意，即不成立詐欺取財之幫助犯，更無從論斷與詐騙集團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
參、綜上所述，被告對整起案件之犯罪事實全然不知情，被告實係受害者之身分，特提出答辯，懇請  鈞署明察秋毫，惠賜被告不起訴處分，避免冤抑、以維清白，並將幕後真實犯嫌繩之以法。如蒙所請，實感德便。

    謹    呈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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